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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北红壤丘岗区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探讨
黄道友1，王克林1，陈桂秋1，黄  敏2,1
1.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125；2. 华中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从自然资源条件、农业基础设施、后备资源潜力、科技储备等方面剖析湘北红壤丘岗区农业发展的优势；同时阐明了阻碍该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即土壤肥力普遍偏低、季节性干旱严重、农业生态系统脆弱、资源利用不合理、开发与利用资源的资金短缺、体制缺陷和思想观念陈旧等。提出了10条促进该区农业持续高效发展的技术途径和措施，即：（1）推广农村实用新技术，迅速提高土地生产力；（2）充分发挥“土壤水库”和工程水库的作用，抗御季节性干旱；（3）协调水土矛盾，建立丘岗开发的资源互利型利用模式；（4）全面开展生态农业建设，改善农村生态环境；（5）大力调整农业结构，尽快形成新的主导产业或生产项目；（6）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充分发挥它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的杠杆作用；（7）以市场为导向，建立农产品商品生产基地，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8）增强科技投入，充分发挥科技进步的推动作用；（9）建立完善的投资管理和激励机制，提高广大农民参与农业综合开发的积极性；（10）强化农业先进技术的培训和推广，提高农民科技素质。

关键词：红壤丘岗区；持续发展；优势与潜力；障碍因素；技术途径

中图分类号：S156；S18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2175（2004）01-0135-04

湘北红壤丘岗区位于湖南省北部的洞庭湖周围，包括常德、益阳、岳阳、长沙4市中的20个县（市区），总土地面积约3.5万km2。该区以低丘岗地为其主要地貌特征，成土母质以四纪红土为主，土壤中红壤面积占46.3%[1]，是我国红黄壤丘陵区中的一个重要类型区[2~4]，在湖南乃至全国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  农业高效可持续发展的优势与潜力

1.1  优越的自然资源条件和显著的经济区位优势

该区位于中亚热带北缘，农业自然资源条件十分优越，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且地处长江经济开发带，水陆交通方便，东连沿海经济、科技发达地区，西接富能地区，在国土开发的生产力总体布局中，有“东靠西移、南北对流”的显著区位优势。该区年均气温16.5 ℃左右、≥10 ℃的年均积温5200~5300 ℃；太阳年辐射量375~385 kJ/cm2；年降水量1200~1500 mm；实际日照时数1700~1800 h；无霜期265~285 d；并且温、光、水等资源集中分布在4~10月（占全年的75%左右），对作物与林、果、茶等的生长极为有利。其太阳辐射、降水量、生物种群、土壤肥力、人均耕地、洲滩面积、污染状况等13项指标，与邻近的鄱阳湖区、太湖地区、杭嘉湖区以及成都平原、湘中丘陵和西部山区等地比较，总排序居领先地位[2~4]。
1.2  良好的农业基础设施和发达的传统农业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该区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等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就，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齐全，传统农业发达[3~6]。目前，该区的20个县（市区）中，有12个县（市区）被国家列为商品粮生产基地，有2个被列为优质棉生产基地，有6个被列为瘦肉型猪生产基地，有15个被列为水产品生产基地，有4个被列为草场牧业与蜂蜜基地（各2个），还有原轻工部的六七万公顷芦苇生产基地、林业部和轻工部的六七万公顷速生工业丰产林基地等，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一块宝地。此外，该区还盛产苎麻、猪皮、竹木等农副产品，亦是我国纺织、制革、造纸等轻工业的重要原料生产基地。

1.3  丰富的后备开发资源和巨大的增产增收潜力

一是可供开发利用的非耕地土地资源丰富。调查统计表明，该区有近15万hm2的宜农地、16万hm2的河湖州滩、108万hm2的宜林地以及17万hm2的可养殖水面等非耕地土地资源没有得到很好地开发利用，蕴藏着巨大的生产潜力。根据有关研究成果[2~4]，初步实现集约经营的丘岗地，8~10 a湿地松的材积量每年可增加12~15 m3/hm2，成年橘园单产可达52.5~75.0 t/hm2，油茶低改后单产可提高232.5~307.5 kg/hm2，通过低产园改造和茶产品精加工的茶园产量、产值可分别增加1.1倍和2.1倍，丘岗地的产出率一般可达1.35万元/hm2以上。根据水体类型及其营养状况，因地制宜采用不同的高效养鱼模式，养殖水面的产值可达2.78万元/hm2。研究结果[7]还表明，当非耕地土地的单位面积投入水平达到或超过耕地现有的生产水平时，丘岗地和水面具有远高于耕地的边际生产率，其投产效率和单位面积产值将成倍增长。

二是可供开发利用的生物饲料资源丰富。该区目前每年可用于饲料开发的粮食约200万t，可转化为饲料的秸秆约270万t，青饲料约88万t，饼粕约24万t。开发利用这些生物饲料资源，每年可以产肉120多万t，为目前该区肉产量的2.8倍[2~4]。目前，国家科技攻关等项目为该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系列成熟、实用的先进技术，如稻米型高效饲料配方、复合处理作物秸秆技术、畜禽良种生产体系等，开发畜牧业前景广阔。

三是需要转移的富余劳动力丰富。该区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不足750 m2，每个劳动力目前承担的耕地面积只有1700 m2左右[6]。若按每个劳动力承担3335 m2的耕地计算，则有近50%的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可从事非耕地土地开发和二、三产业等的工作。

1.4  完善的科技推广体系和丰厚的科技技术储备

目前，1个以市、县（市区）、乡（镇）三级农业、林业、水利、畜牧等部门为主体组成的科技示范推广体系，在该区已经形成并得到了长足发展，已将农业科技推广领域扩展到了耕地以外的丘岗地等非耕地开发和非农产业上来。尤其是“八五”以来，由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牵头完成的国家科技攻关、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项目，取得了提高土地生产力、抗御季节性干旱、农田高效复种制度、作物与果茶林优质丰产栽培等一大批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以及所建立的治理开发样板、模式，为该区农业可持续发展储备了丰厚的科学技术。

2  农业高效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因素

除劳动者素质、农业机械化程度和经营管理水平等不高外[6, 8]，阻碍其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尚有如下几方面。
2.1  中低产田面积大，土壤肥力普遍偏低

该区中低产田面积约占总耕地面积的70%左右。第二次土壤普查和最近的研究结果[2~4]表明，该区几乎100%的耕地土壤有机质和N缺乏，58%的缺B，64%的缺Mo，50%的缺Zn，18%的缺Mg，60%的稻田和全部旱地缺P；几乎所有的潜育性稻田潜在缺S。坡地土壤与全省的均值比较，具有明显的缺P，少K，有机质低和微量元素普遍缺乏的特点。

2.2  降水时间分布不匀，季节性干旱严重

由于降水的时间分布不匀，加之6~9月的高温蒸发以及原有水利设施布局失衡且普遍老化等原因，该区季节性干旱严重。调查研究[2~6, 10]表明，原有的水利设施已丧失了50%左右的蓄、引、提水能力。该区季节性干旱的年发生概率为85.7%，其中中等或中等以上干旱的年发生概率为50%，7~8月与11~12月为年内的2个高发期，尤以7~8月的夏秋伏旱为害最大，常常导致作物与林、果、茶等的大幅减产甚至失收。季节性干旱，尤其是夏秋伏旱已成为该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障碍因子。

2.3  资源衰退局面还没有根本性改变，农业生态系统脆弱

一是水土流失严重。由于该区特殊的气候因素和森林过度砍伐、坡地不合理垦殖、开矿筑路等诸多人为因素影响，水土流失日益加剧。据测定[9]，该区未垦复的自然坡地，无植被、25%的植被和50%的植被，降水的年径流系数依次为54.1%、44.8%和40.5%，土壤年侵蚀模数依次为3105.2 t/km2、2430.0 t/km2和1787.4 t/km2；开垦不当的较之更高。

二是林业质量下降，森林生态功能退化。同等强度降水的径流系数目前已是建国初期的1~2倍[5, 6, 10]。

三是养殖业发展缓慢（人均出栏生猪≤1头）；绿肥面积年年递减；耕地土壤有机质缺乏；单产下降；在N素投入中，化肥高达70%以上。土地日渐退化[6, 10]。

四是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种群关系失衡，生物自身的抗灾避灾能力降低[6, 10]。加之原有农业基础设施年久失修等原因，致使农业生产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显著降低，农业生态系统变得更为脆弱。

2.4  农业资源利用不合理，综合生产能力较低

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结构与资源配置不当，农村经济结构与土地利用比较单一等方面[10, 11]。调查研究表明，该区的农田种植结构，90%以上的是粮食，而粮食90%以上的又是水稻；农业生产结构，基本上是以经营耕地为主的种植业；农村产业结构，基本上是耕地型的经济类型，占总土地面积60%以上的坡地、水面等非耕地，其产值不到农业总产值的25%；村级经济结构模式，大多是简单的“粮-猪”型；土地开发利用类型，多局限于耕地的集约经营。因而该区的综合生产能力普遍偏低。

2.5  农业发展资金积累慢，开发与利用资源的资金短缺

“七五”至“八五”期间，该区每公顷稻田的年盈利额仅150元左右。要对区内非耕地土地进行全面治理与开发，尤其是要将丘岗地建成标准的等高梯土，并配套相关的辅助设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该区的农业发展资金积累慢，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开发农业后备资源的资金严重短缺。

2.6  体制缺陷与思想观念障碍

体制缺陷突出表现在，一是土地资源开发的政策不配套，二是政府或部门确定的开发项目往往与市场脱节，“卖难”问题时常存在，挫伤了广大农民从事农业综合开发的积极性[4, 12]。同时，“耕地为重”、“小富即安”的小农经济意识，也严重地束缚了广大农民从事农业综合开发的主动性。

3  农业高效可持续发展的技术途径与对策

3.1  推广农村实用新技术，迅速提高土地生产力

坡地有关研究结果[9, 13]表明，流失土壤的有机质和全N、P、K等养分质量分数，比其相应的表层土壤要高8.8%~ 19.5%，而有效养分则高出20.7%~38.5%；降水径流系数每升高10个百分点，土壤侵蚀模数增加1倍、营养元素流失量增加2倍以上；采用高标准水土保持措施治理后的丘岗地，不但土壤侵蚀模数可以降至土壤允许流失值（≤500 t/km2）以下，而且土壤肥力水平和作物产量也显著提高。因此，治理与开发相结合，减少或防止表层土壤流失，是提高丘岗地生产力的有效途径。

采用“五沟”配套治水，渍潜田的生态环境显著改善，水稻增产20%~40%[2, 3]。有机无机结合增肥调养、轮作养地生物培肥、蓄水保水与节水灌溉，低产田土的土壤肥力大幅提高，作物产量、产值增加25%~60%[2~4]。耕地采用测土配方施肥和平衡施肥技术，增施有机肥，土壤肥力正向演化，单位面积产量与产值稳步提高（增幅≥20%）[2~4]。

充分利用水库（域）消落区及其周缘土地种植牧草，因塘养殖，适量施用化肥特别是增施P肥，协调水体N、P质量比值（达7~14），水体初级生产力和鲜鱼产量成倍增长[4]。

占集水区总土地面积10%左右的塘堰，不仅可以增蓄陆面10%以上的地表径流、截留78.1%的流失土壤和65.4%的流失营养元素，而且可使集水区年降水的陆面拦截蒸散、塘堰蓄存、排出水量之比稳定在7∶2∶1，既保障了集水区系统内水、土资源与养分的平衡和良性循环，又有利于丘岗区发展渔业生产与抗御季节性干旱[2~4, 7, 13]。因此，以集水区为基本地理生态单元，建塘拦留（蓄）水、土与营养元素，实现集约经营，增强集水区系统内的小循环，是提高丘岗区土地生产力的又一有效途径。

3.2  发挥“土壤水库”和工程水库作用，抗御季节性干旱
以“湘北红壤试验区”（总土地面积2064.8 hm2）为例[2~4, 9, 13]，在年降水1450 mm左右的条件下，植被率低（≤50%）的自然坡地，陆面拦截率为30%~40%，而植被率85%以上、水土保持措施完善的等高梯土坡地（以下简称“水保坡地”）则高达80%~90%；陆面拦截差异甚大，两者相差580~725 mm。水保坡地35~65 cm土层的土壤含水量，比自然坡地的高出55.1%~73.5%，同时也比同剖面上层（0~30.0 cm）的高出51.9%、下层（70.0~100.0 cm）的高出21.6%，“富水”现象更为显著。研究结果还表明，1.0 m厚的水保坡地每公顷的土壤贮水量，少水季节（7~9月）要比自然坡地的高出647.0~855.0 m3，相当于3～4次的有效灌溉水量，可提高土壤抗旱能力12~16 d。通过恢复、完善现有水利设施并适当扩大其功能，可使灌溉水量在目前的基础上（140 mm）提高25%~50%，完全能满足“试验区”现有耕地旱涝保收的灌溉需要。这表明综合运用上述措施，提高陆面拦截率，建立土体“富水层”，充分发挥“土壤水库”与工程水库的巨大抗旱潜力，可以有效地抗御季节性干旱。

3.3  协调水土矛盾，建立丘岗开发的资源互利型利用模式

研究[9, 13]还发现，高标准水土保持的坡地阔叶林（油茶）、落叶林（鹅掌楸）、针叶林（湿地松）、旱作物（油菜-玉米/甘薯）等不同利用方式，降水径流系数为6.6%~12.8%、土壤侵蚀模数为60.8~293.8 t/km2，均在水土协调阈值的范围内；0～20 cm土层的土壤有机质、全N、全P及有效N、P等的质量分数显著增加，1991~1999年间的年递增率在2.1%~5.5%之间；35~65 cm土层的土壤含水量，少水季节明显高于其土壤稳定凋萎含水量，比自然坡地的高出33.1~38.3 mm（高出55%以上）；4种利用方式的生物生长量，比同期自然坡地的高出23.8%~83.3%，逐步形成了“土涵水”、“水养土”、“生物生长旺盛”的“土壤-水分-生物”资源利用的互利型模式，丘岗开发的农业与环境步入了良性循环。这表明只要治理与开发有机结合，丘岗地可以大面积开垦。

3.4  全面开展生态农业建设，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开展生态农业建设，是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加速农业由资源数量型向技术效益型转化，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全面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增加农民收入的必由之路。根据近10年生态农业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可供该区选择的实用生态农业模式主要有猪-沼-果、林-药-果、草-粮-牧、果（或林、茶、药、桑……）-粮-猪、粮-经-牧-渔、“三水”共生（水生经济作物-水禽-水产）、林-草-牧-渔等[14, 15]。桃源县选择“果（或林、茶、药、桑……）-粮-猪”模式在官家洲、王家垱、刘坪等23个行政村全面推广应用，产生了显著的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2001年与1995年相比，全县23个生态农业示范村的森林覆盖率由37.5%上升到60.6%~62.5%，土壤侵蚀模数由2500~3000 t/km2降到1000 t/km2以下，沼气入户率由10%增加到65%以上，农田抗逆指数由0.25~0.40提高到0.70~0.85，农村生态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同时，当地资源也得到了有效利用，农民收入大幅增加：23个村的丘岗地利用率由45%以下上升到80.5%~96.2%，农业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由不足30%提高到75%~85%，夏、秋两季的降水利用效率由6.7~10.5 kg/(mm·hm2)提高到14.3~21.0 kg/(mm·hm2)，丘岗地的产出率由0.2万~0.3万元/hm2提高到了1.3万~2.3万元/hm2，农民人均增收1350多元。

3.5  大力调整农业结构，尽快形成新的主导产业或生产项目

该区农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农田种植结构应由粮食主导型转向粮、经、饲、肥多元型，农业生产结构应由过去的只重视耕地种植业转向资源丰富、经济效益高的非耕地土地生产的林、果、牧、渔业，农村产业结构应由经营耕地型转向经营非耕地型与非农产业型并重，继之向耕地型、非耕地型、非农产业型三者并驾齐驱的方向发展[4, 10, 11, 16]。

在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中，应因地制宜选准一项比较利益高、生产要素容量大的项目，突出重点，扩大规模，创造一个拳头产品，形成一个新的主导产业或生产项目，使之成为发展农村经济的“火车头”[6, 10, 11]。如桃源县刘坪村，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就致力于丘岗地的开发，将208 hm2丘岗地全部植树造林，现已成林175 hm2、材积量达7000多m3，全村人均占有的材积量折产值3200多元；而现有活立木每年又可增加800～1000 m3的材积量，净增55万元以上的纯收入，相当于该村73.5 hm2稻田全年的总产值；还有33 hm2的丘岗果园，年产值在70万元以上。采用“灰色关联度”与“产品贡献率”[17, 18]分析各产业对该村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1996～2001年，林果业对该村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平均值为0.7603，是农田种植业的6.86倍、养殖业的5.90倍。

3.6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充分发挥它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的杠杆作用

村是我国农村规模适中、结构完整且易于直接调控的农业生产实体。村级集体经济，能直接投资和引导农民投资生态环境与经济建设，是支撑村级现代农业建设的杠杆。因此，应充分发挥村级集体经济在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作用[10, 13, 14]。在“九五”生态农业试点过程中，桃源县王家垱村利用原有村级集体积累的20多万元和拍卖成年桔园所得的60多万元，重新高标准地开垦了50多hm2的丘岗地，分别建立了椪柑、板栗等生产基地。项目受益后，每年可新增产值100多万元，村集体每年亦可从中提取9万多元的土地租赁、承包费用；村级集体经济迅速壮大，又为该村进一步向丘岗地等非耕地的深度和广度开发提供了充足的资金。

利用村级集体经济引导农民投资生态环境与经济建设的作用更为显著[13, 14]。桃源县官家洲村利用村办园艺场效益甚佳的有利条件，给建设标准猪栏和沼气池配套的农户每户补助800元，给发展家庭果园的农户补助80%的种苗费，并且头3年每公顷新开发的果园补助1500元的管理费。这不但推动了该村养殖、沼气和果树等的开发，而且使集体、农民有限的资金集中到了农业生态、经济建设项目上来，其他各业也得到了发展。截止到2001年底，该村90%以上的农户用上了沼气，全部丘岗地均种上了果树并大部分的进入了盛果期，该村成了远近闻名的“果-粮-猪”生态农业示范村，农户基本上是“猪-沼-果”的庭院生态农业示范户。

3.7  以市场为导向建立农产品商品生产基地，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

要重点扶持粮食、棉麻、油料等传统大宗产品的开发，更要注重选择具有广阔市场和巨大开发潜力，有本地资源特色，可进行大规模生产，具有较强的科技渗透优势的产品，成片开发，建立商品生产基地，实行集约经营，使农（副）产品分散单一的小市场与规模批量的大市场有机联系起来，在加工增值的基础上，将产品优势转化为商品与经济优势，将“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合为一完整的产业体系，实现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条龙，最后形成农业生产的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的经营模式，加快农业产业化的进程[11, 16]。

3.8  增强科技投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农业与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运用技术进步模型[19]，来分析桃源县王家垱村不同时期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技术、资金、劳力对该村的经济贡献率是：“六五”期间的分别为18.31%、80.76%、0.93%，“七五”的为54.28%、45.06%、0.66%，“八五”的为78.52%、17.99%、3.49%，“九五”的83.25%、13.64%与3.11%，科技进步的作用愈来愈大。

3.9  完善投资管理与激励机制，提高广大农民参与农业综合开发的积极性

第一是农业综合治理与开发的投资要坚持政府、集体、个人三结合的原则，多渠道、多层次、多方位筹措资金。对于已纳入国家建设计划的重点工程，按国家要求从地方财政中安排好配套资金；地方性建设项目要积极筹措资金，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的主体作用，制定优惠政策，广泛吸引社会各方面的投资；要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和促进外资向农业综合开发投放。其次是理清土地权属关系、活化土地运转机制和分配机制[12]。在落实了所有权的前提下，允许拍卖、租赁、转让土地使用权及农户互相调剂土地，实行“誰投资、谁开发、谁经营，谁受益”的政策，打破过去那种单一分配模式，采取多种分配形式。第三是强化激励机制[12]。对促进和推动农业高效持续发展的有功之臣，应予以特别奖励和表彰，提高广大农民参与农业综合开发的积极性。
3.10  强化农业先进技术培训与推广，提高农民科技素质

曾获诺贝尔奖的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先生在《改造传统农业》[20]一文中指出：土地差异是最不重要的，物质资本质量差异是相当重要的，而农民能力差异是最为重要的。农业与农村经济建设的主体是广大农民，发展的快慢主要取决于村组干部的决策、管理能力以及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因此，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能否顺利实现，最为重要的是提高广大农民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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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hilly red soil region in north 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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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vantages in developing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 hilly red soil region in north Hunan were dissected from the aspects of natural resources, basic agricultural instrument, reserve resources potential, science and technique storage. Main obstacles were discussed such as low soil fertility, serious seasonal drought, vulnerable agro-ecosystem, irrational resource utilization, fund shortage, system defect and outmoded notion. 10 items of techniques and 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for promoting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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